
“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李锐）（《学

灯》第2期）

李锐 

2006年10月21日至22日，由山东大学、中华书局、《历史研究》编辑部、《文史哲》编辑部

共同举办的“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

山东大学召开。 

此次会议因为牵涉到顾颉刚先生的“疑古”与李学勤先生的“走出疑古”等诸多热点问题，

加之著名的《文史哲》杂志此前已经连续数期刊登讨论“古史辨”问题的文章，而主办方为

力求充分交换意见，控制了会议的规模（正式代表仅五十余人），故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主办方筹办此次会议，有许多创举。他们不仅设计了会徽；而且将顾颉刚先生的名言“不立

一真，惟穷流变”，刻在小比例仿制的宝丰鼎上，赠送每位代表作纪念；会议讨论不分组，

每位代表都面向所有成员阐发自己的观点，并接受评议；会议期间更有小型讲座，由陈启

能、李幼蒸先生主讲，便利青年学人增强理论知识；会后有旅游，便利不同意见者增进交

流。会议论文分为四大主题：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疑古”学说论衡，文献研究与“疑

古”学说，“古史辨”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与会代表则上至高龄学人，下至青年学生，既

有文、史、哲、考古等专业的学者，也有民俗学、符号学等领域的专家，既有顾颉刚先生的

亲人、助手，也有李学勤先生的学生，还有不少独立学人和持不同见解者。几天会议下来，

大家既体会了短兵相接的凝重，也亲历了世交友谊之动容，饭间有交流，会后有游历，让人

闻见了学术的超越性。 

可惜会议结束之后，殆因种种原因，相关的报导并不多见，许多同仁不得其详；而《文史

哲》继续刊登的一些文章和晚出的会议报导，似未能反映会议的全貌。 

因此，李幼蒸先生在信中提议，让我“对山大会议进行一次独立的报导分析，以显示不同的

角度。”李先生不以我对他文章的追问为不慧，反嘉许我的理论兴趣，令人感佩。然而笔者

忝列会议，叨陪末座，意在学习，所闻所得固然甚多，却也深知有些问题尚难以解决。因为

学术经历、心理情景、专业背景乃至研究方向的不同，对于有关的问题，就会有见仁见智的

看法。 

不过笔者一贯对学理讨论感兴趣，而此次会议确实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笔者决定从自己的

角度，谈论对一些论文的感受，作为侧记。笔者更希望有更多的与会者及关心者，从自身的

角度，深入讨论有关问题，摒弃意气与成见，为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付出努力。 

下面的介绍，以会议论文集中各篇论文的先后次序为序，继之以散发的单篇论文。 

会议论文集和散发的论文中，复旦大学的陈淳先生提交了《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和《疑

古、考古与释古》两篇文章，着重探讨上古史重建和考古材料的问题。陈先生回顾了考古学



史的背景，认为中国学者有把考古学作为历史学附庸的观念，在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

存在问题。进而探讨了新考古学和新史学的趋势，指出中国的古史重建和文明探源工作实质

上远落后于国际水准。 

陈先生的文章涉及到两个重大问题，一是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一是中国特色与国际潮流

的关系。从中国特色出发，往往会在考古学研究中借助中国的文献材料；而若依据国际潮流

来指导考古学研究，则大有使考古学与历史学相独立之势。陈先生长期在国外留学，作为中

国人，他非常希望中国的考古学在世界上占据重要的地位！他的文章得到了山东大学从事考

古工作的方辉先生的回应。方先生的主要意见是，年轻的学人现在对于考古学理论的兴趣越

来越大，但是实际的发掘工作则存在诸多的困难，建议今后多加强交流。 

笔者以为中国特色还是有必要照顾，当然不是说以此为排斥国际潮流的籍口，而是以之作为

检验国际潮流的标准。国际潮流要紧跟，但是我们要有自己的根，紧跟国际潮流是为了返本

开新。此外，鄙意历史学与考古学既当有明确区分，也可以交叉合作，不能因为国际上不流

行年代学讨论，就放置有关的历史、考古材料不用。至于陈淳先生所谈到的疑古的问题，笔

者以为他只是以此为自己话题的引子而已。他以为疑古辨伪是一种科学思辨的方法、目的是

为了求真等观点，则恐怕还需要认真讨论、论证。至少，学界对于顾先生的“不立一真”，

就有不同的认识。 

山东大学张富祥先生提交了《“走出疑古”的困惑——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误谈起》

一文，并附有《〈竹书纪年〉与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王年的比较研究》一文。前一篇已经刊

登在《文史哲》上。张先生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

认定“夏商周断代工程”在研究理路上存在偏颇；“考古验证”、“天文推算”、“金文历

谱”等多学科方法带有泛科学化的倾向，文献记载与考古成果、科技测年、金文材料相矛盾

时，宁可相信后者而弃用前者的原则，“在学理上是不周延的”。张先生自己的方法是根据

今本《竹书纪年》及鲁国纪年，推校古本《竹书纪年》原载的年代，“得出与工程年表迥乎

不同的西周年代系统”。据此，张先生认为“作为工程的指导理念，‘走出疑古时代’的主

张以及‘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提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妥当的。” 

张先生文章的重点，其实是在于说明自家由鲁国纪年所得西周年代系统。其实，类似的文

章，以及根据古本《竹书纪年》推定年表等做法，早已有学者论及，张先生似未严肃地清

理。学者们提出一种三代积年的框架相对容易，但是要照顾到尽可能多的文献材料，则存在

诸多困难。至于说工程以“走出疑古时代”为指导理念，恐怕未必符合实际。张先生明确说

过，“按目前的认识，大家对三代文明的基本特征和年代框架大体上已有比较确定的看法，

在这方面其实用不着‘走出疑古’。”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常玉芝女士提交了《由商代的“帝”看所谓“黄帝”》一文，

分析商代甲骨文、金文中“帝”字的用法，指出帝有指禘祭、天神上帝、庙号的用法，而绝

不指人间的帝。由此认为“黄帝”并不是人帝，以申顾先生之说。 

常女士的文章很给人启发，但是“黄帝”也曾被称为“黄后”，这些称呼，可能只是后人根

据情景所加。常先生认为作为人帝的黄帝“是根本不存在的”，这对于今人很难证伪，但同

样也很难证实。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李维明先生提交了《汤都郑亳说的优势——附记郑州商代牛肋骨刻辞“乇



土”》一文，根据牛肋骨上的刻辞“乇土”，指出汤都郑亳说更可靠，所依凭的是“二重证

据法”。但是山东大学方辉先生指出这一刻辞是采集品，是否属于早商时代，还有待确定；

另外，“乇土”如何释读也存在分歧。 

《齐鲁学刊》编辑部杨春梅女士的《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一

文，曾经在《文史哲》上刊登过，影响较大。杨女士从“走出疑古时代”的提出入手，分析

了其包含的三个领域，讨论了“释古”的内涵，介绍了“走出疑古”之后的“证古”、“正

古”、“现代古史史料学”之说。杨女士指出：“李学勤先生的‘走出疑古’，一言以蔽

之，就是借考古材料和新出简帛替古人鸣冤，为古书翻案，进而重新确立古书及所载古史的

可靠性权威。” 

据杨女士介绍，她作此文，是因为看到流风所及，有青年学生以“疑古”为妖魔，令她颇为

痛心。杨女士的真诚，让人感动。然而任何一种风行的学说，从来都有变异的末流。“疑

古”风行之时，“信古”者何尝不被视作朽陋！学界所缺的，正是自由之学术与独立之精

神。 

杨女士的文章，分析颇为深入。但是所说“后疑古时代”的导向中，有的导向并没有实践，

而至少应该补充裘锡圭先生的“重建中国古典学”之说，以及李零先生的有关论述。此外，

“走出疑古时代”是否有一定规则，似不应当以李学勤先生为唯一考查对象，而应该把它看

作一个开放、发展的体系，因为这个口号的提出和流行，从一开始就不是李先生一个人的事

情，正如同“疑古”也不是顾颉刚先生一个人之事一样。 

杨女士文中，对“走出疑古时代”含有批评，且认为“走出疑古”的某些观点本属于“疑

古”题中应有之义。这该根据什么标准来衡量，似还有待研究。笔者以为她也或有某些未能

深究李先生本意的地方，譬如论及李先生赞同炎黄同源、三代同源的谱系，吴锐先生说李先

生用“释古”代替“疑古”的“核心是恢复早被古史辨派推翻的黄帝一元、三代同源的古史

体系”，杨女士认为这“看来也是合乎事实的”。 

但李先生心目中的三代同源说，揆诸其原文，显然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三代同源，不是简

单地“信古”。从他推荐邵望平从考古学上论证“九州”的文章来看，李先生是基于文化区

系观而提文化同源说，是认为炎黄文化的区系，不仅相当早，而且分布广，由此认为三代同

源说有文化基础。 

不过，近来裘锡圭先生根据上博简《子羔》、《容成氏》等材料，指出顾颉刚先生打破三代

同源的大一统帝王世系确有见地——这从侧面表明，支持“走出疑古时代”说的内部，也有

不同意见。从《子羔》篇还可以读出新的内容，笔者拟另文讨论。 

可以说，“疑古”之后有“走出疑古”，“走出疑古”之后有批评，这是很正常的学术发展

之路。如果大家都专心于学理讨论，真诚地发展学术，多有怀疑精神，少些意气之争，平正

地对人对己，中国古典学绝非“去向堪忧”。 

《文史哲》编辑部李扬眉女士的《“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东周以上无

史”论平议》一文，已经在《文史哲》上刊登。李女士的主要观点是认为“东周以上无史”

实质上是一个历史知识论而非本体论范畴内的命题，即他们认为应予推翻的并不是东周以上

实际发生的历史，只是传世文献、尤其是权位经典中有关上古史的叙述。现存有关东周、夏



商甚至于更早时期的历史记载，无法“拿证据来”，失掉了成为真确的历史知识的基本条

件。李女士指出：这里“史”的概念，“所指的乃是可以征信的历史记载。换言之，在他们

看来，发生问题的并非是东周以前真实存在过的历史本身，而只是保存在历代文献、尤其是

权威经典中的对相关时期古史面貌的描述。” 

李女士的这一观点，比较到位，可以参看下述李幼蒸先生的符号学理论。李女士的文章，对

这一时期的历史，把握得比较仔细。但是，对于“东周以上无史”，她主要只谈胡适、顾颉

刚先生等对于三皇五帝的打破，而其实顾先生晚年对于周初史事颇有研究，王国维先生根据

甲骨证商史，更是据直接史料证某些历史记载之可信；此外，胡适先生固然有很多精彩的文

章，但是其能够“暴得大名”的策略与心理学研究，以及影响，或也应该关注。李女士之文

极具了解之同情，却不无为贤者讳之嫌。 

上海大学朱渊清先生提交了《在变与不变之间——读〈顾颉刚读书笔记〉》一文，因故未能

到会。此文分析了顾先生读书笔记中20世纪20年代中到1937年间的殷商史研究，以1928年为

分界线，朱先生认为顾先生后期对殷商史研究兴趣减少，而且完全不顾甲骨卜辞，在殷墟发

掘的情况下，此举是放弃了古史研究的最前沿方向。但是朱先生认为顾先生《皋兰读书记·

序》中所说的“葛氏”乃指傅斯年，与会代表指出这不符合史实。 

社科院历史所吴锐先生的《“禹是一条虫”再研究》一文，批驳朱渊清先生《古史的证据及

其证明力——以顾颉刚先生的大禹研究为例》一文，对于“禹”字和“鲧”字做了“说文解

字”式的分析，并结合考古材料分析夏族的来源、起源地，拿竹简《容成氏》作分析，还批

评了朱先生的“方法论”，最后提出要建立21世纪的“新疑古主义”。上海社科院哲学所李

若晖先生指出，吴先生文中的文字分析有错误之处。在泰山之颠，听故宫博物院的林小安先

生说到，除文字外，吴先生在考古材料运用上也有不妥之处。 

吴锐先生的文章中，对李学勤先生多有批评；但是在会议期间的小型研讨会上，吴先生提及

他曾经准备报考李学勤先生的研究生。 

社科院文学所施爱东先生的《顾颉刚故事学范式的回顾与检讨——兼议顾颉刚之后的中国故

事学学术路向》一文，是专门研究顾先生民俗学的文章。据施先生介绍，写作时他曾多次与

该领域内同仁讨论，因为他是唯一的民俗学代表，很担心自己的发言是否妥当。施先生指

出：“以《孟姜女故事研究》为代表的‘顾氏演进法’”作为一种学科范式，其意义众所周

知，但是“传统的历时研究方法在故事学中的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这主要表现为故事流

变的无限多样性与文献记载的偶然片面之间的矛盾。这是顾颉刚先生早已意识到了，却无力

解决的大难题。”施先生提出了今后努力的方向。在会上，施先生提出顾颉刚先生的“疑

古”与李学勤先生的“走出疑古”属于不同游戏的说法，博得满堂喝彩。其实，施先生文

中，对于顾先生的赞扬与批评，同样精彩。笔者以为，施先生鲜明地指出了顾先生研究方法

上的问题：利用有限材料，按时间顺序建立一元的演化序列，这种方法对于演进中的“突

变”，缺乏解释力度——“突变”前的故事常被当作之后故事的唯一源头。施先生的研究，

对于古史研究界应该也有启发意义。 

山东大学博士生彭国良先生的《一个流行了八十余年的伪命题——对张荫麟“默证”说的重

新审视》一文，已经在《文史哲》上刊出。对此文，笔者不能赞同，已经与彭先生交换过意

见，但是未能得到沟通。从标题来看，彭先生的意思似乎是要说明张荫麟先生对顾颉刚运用

“默证”之批评平反，认为“默证”之说是伪命题。但是彭先生的文章中，只是说明张先生



所说“默证适用之限度是一个伪命题”。也就是说，彭先生不是批评张先生提出的主要问

题：顾先生在使用“默证”，而是纠缠于无关大小的枝叶。进一步说，张先生认为存在“默

证适用之限度”，是根据《史学原论》的说法，并且说“吾观顾氏之论证几尽用默证，而什

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也就是认为个别默证或许还未超出适用限度。彭先生则根据现代

哲学的进步，认为“默证适用之限度是一个伪命题”，不可能达到限度。其实他对于顾先生

使用“默证”，没有异议——而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与彭先生交流的时候，一位大家比较敬重的先生说“默证”就是不需要证明、大家都清楚

的东西，着实让人惊诧。 

日本池田知久和西山尚志先生的访谈录《出土资料研究同样需要“古史辨”派的科学精神—

—池田知久教授访谈录》一文，已经刊登在《文史哲》上面。池田知久先生未参加此次会

议，在山东大学留学的西山尚志先生与会，但未作发言。池田和西山谈论了古史辨派的研究

方法、日本的文献批判主义、当代的中国古典研究、关于出土资料的使用四个方面的问题。

池田知久先生谈到疑古派的主要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是历史事实的问题，“就是对于传世文

献所描述的古代历史事实并不完全相信，想要批判地加以研究”，一是文献的问题，“也就

是说，那些古代的典籍果然就是文献所自称的时代完成的作品吗？对此也要进行批判的研

究。”池田先生推举疑古派的疑古精神，指出“做学问的人都应该遵循疑古的精神”；同时

也指出疑古派工作还不够彻底：数量上不够，方法上只有“层累说”等，太单一。池田先生

认为批判疑古派的人不少“都带有心理上的倾向，即认为中国的历史非常的悠久，疑古派对

这样辉煌的中国历史进行质疑是吹毛求疵”，而其实“‘疑古’与民族主义并不相抵触”，

“顾颉刚先生的民族主义是与五四运动相共鸣的民族主义”。池田先生还指出白鸟库及等一

批人都质疑尧舜禹，但是却从未像顾颉刚先生那样提出过系统的方法论。 

关于“‘古史辨’派的科学精神”，池田知久先生指出：“关键不在于结论本身，而在于导

出结论的方法是否科学、是否实证。疑古派的工作就是想要用科学的方法确立古代历史”，

而疑古派“做学问的方法、学术观点、科学态度”已经“被那些批判疑古派的人所遗忘，或

者说疑古派所追求的那种精神已经消失了。” 

作为一位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外国学者，池田先生的忧虑无疑是发人深思的。然而这里至少存

在两个问题，一是是否只有疑古才具有科学精神，也就是池田先生所持的观点是否确定无

疑；一是对于中国学者是否可以作出多种区分，至少池田先生所指的“批判疑古派的人”，

如同池田先生模糊地使用着的“古史辨派”和“疑古派”一样，过于模糊。另外，有一个关

键问题，池田先生曾经指出过：文献（包括出土文献）的记载有时是与史实相吻合的。其实

这个问题还可以继续深入下去，譬如以此“吻合”为基点，可以有多种态度，包括继续对

“吻合”本身怀疑下去。 

无论如何，《古史辨》的成绩，举世公认。其实现在没有必要过多地纠缠于对“疑古”进行

评判，大家可以继续做研究，尤其注意不要给后来者强加教条，要让年轻人自己提高理论素

养，自由地探索，在实践中进行探讨，相信后来人自有公论。 

山东大学曹峰先生的《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一文，指出了利用出土文献改写中国

思想史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并讨论了出土文献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因为出土文献能否改写中

国思想史，与研究方法有很大的关系。曹先生区分了思想史资料与历史资料的“真实”，对

于一些研究也提出了批评，很具有参考意义。 



不过，笔者有个别不同意见，也曾经与曹先生交流过，不妨在这里再提出来。曹先生引用了

裘锡圭先生提到的“二重证据法”不成功的例子[1]，就是有学者根据甲骨卜辞常见的“弘

吉”，说《周易·萃》六二爻辞的“引吉”是“弘吉”之误，但是后来有学者指出卜辞的

“弘吉”，其实是“引吉”的误释。笔者以为，这并不是“二重证据法”这个方法本身出了

问题，而是学者在运用时出了问题。曹先生还引李若晖先生关于“二重证据法”存在缺陷之

说，“只能针对微观事实”，“在宏观把握上的无能为力”。但是笔者以为这所谓缺陷要看

如何讲，要反问我们为什么要去要求一个方法在微观、宏观上都适用。当然，曹先生、李先

生文章的本意，是反对某些研究者对于“二重证据法”的无限夸大。 

旅美学人李幼蒸先生的《顾颉刚史学与历史符号学——兼论中国古史学的理论发展问题》一

文，是本次会议上最具理论性的文章。身为国际符号学协会副会长的李先生，在文中运用符

号学理论讨论了顾颉刚先生的史学思想，并讨论了“顾颉刚和王国维”，在划分中国史学的

学科类别之后，指出要超越“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学科的局限，并指明了中国古史学的世

界学术意义。 

李先生指出，西方学界在晚近区分了“历史1：作为历史实在过程（史实）；和历史2：作为

表达此过程的文字表现（史书）。”这一点，不少研究顾颉刚先生学术的学者已经谈到。李

先生进一步指出，古史学家的“真正”对象是历史2和历史1之间的“意指关系”，也就是历

史2如何“指涉”历史1、这种历史学科所需的研究原则，恰恰相关于现代符号学的思维倾

向：即一般话语之“表达面”和“内容面”之间的意指关系。李先生此文，所讨论的问题还

有很多，其跨学科的视角与高屋建瓴的概括，发人深思之处也有很多。 

但是根据李先生对于“意指关系”的重视，笔者以为“二重证据法”正有确立历史2和历史1

之间的“意指关系”的作用，譬如王国维先生根据甲骨卜辞证商代帝王谱系，结果是表明史

书所载史实大致不差，小有舛误而已。当然，“二重证据法”在使用时，需要注意所讨论问

题的有效性，不能仅根据春秋铜器上出现的“禹”，否定顾颉刚先生对于西周时期“禹”的

判定；但是根据甲骨卜辞分析商代帝王世系，应该比较可靠。而李先生认为，“‘二重证据

法’显然不是一个严格科学性的概念”。笔者以为，李先生在实际的论说中，较多地谈论了

对于历史2的研究，其评价顾颉刚先生的学说以及对于“二重证据法”的评价等，都是重视

文本实体的辨析，没有贯彻他对于“意指关系”的重视。 

社科院历史所的顾潮先生，作为顾先生的女公子，所作《〈古史辨〉与新文化运动》一文，

指出《古史辨》离不开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背景，深入分析了有关问题，对于我们深刻理解顾

颉刚先生和那个时代，有着很大帮助。 

社科院历史所刘俐娜女士的《中国古史讨论与〈古史辨〉》一文，回顾了现代学术转型期的

中国古史讨论。 

北京师范大学张越先生的《〈古史辨〉、“古史辨派”与顾颉刚疑古学说的理论价值》一

文，着重阐释有关《古史辨》的几个关键概念，对于今人辨析相关问题，厘清概念的内涵与

外延，很有价值。 

会议期间散发的论文中，上海大学谢维扬先生的《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研究的进展与古史史

料学概念——为纪念〈古史辨〉第一册出版80周年而作》一文，分析了古书成书、流传的复



杂性，谈论了这一问题对于古史史料学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裘锡圭先生根据上博简

《子羔》证明顾颉刚先生三代不同源的观点，谢先生指出《子羔》篇也记载了孔子承认三代

始祖禹、契、后稷均为舜之臣。 

浙江大学的童教英先生，作为童书业先生的女公子，所作《顾颉刚·童书业·古史辨派》一

文，则回顾了童书业先生和顾颉刚先生的有关交往，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古史辨派”的有关

问题，具有很大价值。童先生的文章，由顾潮先生做评议。说至顾颉刚先生因童书业先生过

早离世而概叹时，顾潮先生泣不成声，童教英先生亦泪流满面，在场的学者无不惋惜。当时

会场很静，学术穿透历史的厚重感及其超越性在此凝结！ 

日本东京大学博士生竹元规人先生的《论1928年左右顾颉刚和傅斯年的学术路向及其分歧》

一文，主要探讨1928年顾颉刚和傅斯年分裂背后所存在的史学方法论、学术史上的问题，分

析得很深入，细节也很翔实。 

山东大学陈峰先生的《古史辨的先声：1920年井田制辩论》一文，笔者是评议人。此文研究

1920年的井田制有无之辩论，指出了胡汉民、廖仲恺与胡适在立论角度和研究门径上的差

别，并介绍了后来的结果。笔者以为，此文通过井田辨这个小切口，进行了很深入的分析，

揭示出背后所存在的大问题，指出了胡适为什么要辨，分析了两派的差异与方法高下，尤其

是指出了辩论的双方相同的地方，非常有典范意义。对于考察后来的疑古派，也很有参考价

值。譬如，陈先生指出了胡适在井田辨中为了打赢这场战争所运用的种种方法，尤其是对于

不利于自己的材料便怀疑其真实性，“釜底抽薪”。这种策略，其实也见于以后疑古派与人

的辩论之中——材料的真伪判定，由他们掌握着，他们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 

与会的代表还有一些文章，不乏精彩之处，但是与本次会议主题并不完全契合，也有代表未

提供论文文本（或许作者未曾获得），本文就不一一介绍了。至于拙文《疑古和重建的纠

葛：以顾颉刚与傅斯年对于三代以前古史态度的差别为中心》，主要以对于三代以前古史的

态度为视角，通过考察上古史研究的时间、空间两个方法，指出傅斯年与顾颉刚、王国维的

不同以及所受的影响，说明顾颉刚、傅斯年二人在论证方法、对于史料的真伪、时代判定以

及对于出土史料价值认识上的异同，分析顾颉刚疑古背后的建设和傅斯年重建背后的怀疑，

从而揭示岀顾颉刚的疑古和傅斯年的重建之间的张力。通过学术史回顾，拙文也指出了怀

疑、证明对于重建上古史的重要作用。但是笔者以为“疑古”并非是一种很科学的怀疑精

神，因为他们对于自身缺乏公正的怀疑态度。我们应该提倡怀疑精神，但似乎没有必要以

“疑古”当之。 

总之，此次会议第一次让有不同意见的学者们坐在了一起，围绕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疑

古”学说论衡，文献研究与“疑古”学说，“古史辨”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等主题，彼此交

流，认真地讨论有关问题，这是非常有益的。本次会议对于今后史学的发展，必将起到有力

的推动作用。  

-------------------------------------------------------------------------------- 

[1] 参裘锡圭：《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复旦大

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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